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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长安和庐山是我国两大佛教中心，鸠

摩罗什和慧远分别是当时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佛教巨

子。 慧远和鸠摩罗什保持联系十多年，使南北两地佛

教学术频繁交流， 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佛教的流

传，而且对于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形

成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乘大义章》正是鸠摩

罗什和慧远这两位大师关于大乘要义的多次书面讨

论的结集，而其中慧远和罗什关于“法身”问题讨论

几乎占了全文的一半篇幅。

由于 “法身” 的问题不只关系到修行的终极目

标，也关系到解脱的理论，所以慧远相当的重视。 从

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对“法身 ”的产生 、相状 、寿

量、感应等提出的疑问看，慧远显然是从神不灭的立

场去理解“法身”，从真与假、有与无二元对立的思维

方式去看待“法身”与“色身”。 慧远以神不灭为基础

的“法身”观点，对外反驳了当时儒家用以排佛的神

灭论； 对内抵御着由鸠摩罗什译介的中观派学说对

于有神论的严厉批评。 他在《大乘大义章》中反映的

“法身”思想，对于厘清中国佛教同传统的儒道观念

以及同佛教的虚无主义倾向的区别， 从而建设独具

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体系，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 法身”的实有

在《大乘大义章》中，鸠摩罗什本着般若性空的

立场，强调“法身”、“法性”并不是什么独立自在的实

体，不能把“法身”、“佛身”执以为实体。 罗什明确指

出，所谓“法身”、“佛身”，只是为了适应对不同人的

传法需要而作的方便假说，实则“皆从众缘生，无有

自性，毕竟空寂，如梦如化”[1]，即使 “诸佛所见之佛，

亦从众缘和合而生， 虚妄非实， 毕竟性空， 同如法

性”[2]。 总之，“法身可以假名说，不可以取相求”[3]。 罗什

思辩性的“诸法实相”、“法性”思想，虽然令中土佛教学

者大开思路，但也引起了当时一些学者的疑惑：佛教是

讲业报轮回的，其终极目的是教人超脱生死轮回而证入

涅槃境界，如果“一切皆空”的话，那么，生死轮回的主体

何在呢？证得涅槃的又是谁呢？证得涅槃时所成就的“佛

身”又是什么呢？

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的“法身”思想努力解决关

于成佛的依据和可能性的问题。慧远根据自己的理解将

鸠摩罗什对“法身”的看法归纳为三层意思：“一谓法身

实相，无来无去，与泥洹同像；二谓法身同幻化，无四大

五根，如水月镜像之类；三谓法性生身是真法身，能久住

于世，犹如日现。此三各异，统以一名，故总谓法身。”[4]这

是从三种角度来论述“法身”，主要强调“法身”与“涅槃”

一样，都是无为无作； “法性生身”经过修行，体悟了“法

性”，为“真法身”，能久住于世，永恒不灭。所以“法身”就

是轮回的承担者、成佛的主体。慧远还从菩萨成佛后“国

土”的实有来说明“法身”的存在：

□ 吴 丹

慧远的“法身”思想及意义
———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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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云：或有菩萨，后成佛时，其国皆一生补处。

此则十住共为国土明矣。 若果有十住之国，则是诸

菩萨终期之所同，不应云说“或有”，“或有”而非真，

则是变化之流。 如此，真法身佛，正当独处于玄廓之

境。 [5]

菩萨是“真法身”受决，成佛后的净土确实存在，

菩萨成佛后的真法身佛 “独处于玄廓之境”，“与群粗

永绝”。

慧远对“法身”的理解偏离了原义。 “大乘的法身

概念，指的是空性、真如、不二、绝对的真理，而为一切

三世诸佛之母。 释尊成佛，也是契入了这样的空性、真

如。 ”[6]慧远对“法身”的描述，虽然运用了佛学的语言，

但背后的理论根据则是他的 “神不灭论”。 在慧远看

来，“法身”与“神”一样，是没有任何具体形象，但又是

不灭不穷的真实存在，是生死轮回的主体。 慧远的这

种“神不灭论”的实体论思想，是小乘犊子部“胜义我”

学说与魏晋玄学本体论及中国传统的 “灵魂不灭”观

念相杂糅的产物。 它当然不是一种科学的理念，甚至

也不符合大乘佛教的一般教说，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

看，慧远这一实体论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当时流

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一种反思，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

中国佛教思想家对佛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独立

思考，而且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佛教迫切地需要确立一

个所谓的“实体”。

在慧远与罗什之后，关于佛性真我和般若无我问

题的讨论，成为南朝时代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 道生以般若

实相学说为理论前提，从涅槃解脱的角度把慧远思想

中常住的“法身”、 “心神”、“我”等与般若思想联系在

一起，把印度佛教中的心性论与中国哲学非“无我”的

倾向统一到主体自性心识上来。 道生认为佛性是宇宙

万法的自然本性、真如实相，是众生的善性，是洞见宇

宙真如实相的智慧，同时也是洞见的结果，也就是理、

佛教的真谛，它体现为法身，是一种真实存在；“理”、

“佛性我” 等即是业报轮回的主体与超凡入圣的解脱

之因。 “佛性”说影响中国思想发展达数千年之久，涅

槃佛性学说不仅仅提供了佛教成佛理论之基础，连带

着也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之关注。

二、“ 法身”与“ 色身”的区别

慧远的“法身”思想在般若思想的影响下，更加具

有抽象性和形而上的本体色彩。 般若学大大淡化了慧

远“法身”思想的实体性，从而为中国佛学从“不灭之

神”通向“佛性我”创造了条件。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神

灭论中，往往把精神和形体的本质混为一谈，认为两

者都是物质的 [7]。 如道教认为，形神是同本的，人由气

生，形和神同为气，“夫人本生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

神，神生明”[8]。 “精”，指精气。 神明（精神）是精气所生

成。 精神既然是精气所生成，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而

慧远在般若毕竟空思想的影响下，通过“法身”与变化

身的区别表达了形体与精神的不同：

“法身”无四大五根，无形象：

从凡夫人至声闻得无着果，最后边身，皆从烦

恼生，结业所化也，从得法忍菩萨，受清净身，上至

补处大士，坐树下取正觉者，皆从烦恼残气生，本习

余垢之所化也。 自斯以后生理都绝。 [9]

“法身”既然是“生理都绝”，那就不会如同色身，

具有由四大五根之粗所形成的形象了。

“法身”无生灭，永恒存在，只有“色身”才有所谓

的“受生”； “法身”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永恒不

变。

今所问者，谓法性生身，妙行所成。 《毗摩罗诘

经·善权品》云：“如来身者，法化所成”。 来答之要，

似同此说。 此一章所说列法，为是法性生身所因不？

若是前因者，必由之以致果。 问：致果之法，为与实

相合不？若所因与实相合，不杂余垢，则不应受生。 [10]

慧远认为，“法身”无生灭，永恒存在，只有“色身”

才有所谓的“受生”。 慧远的“法身”思想初步划清了神

与物的界限，淡化了精神的实体性，使“法身”具有了

一定的形而上的性质，表现出中国佛学企图将印度佛

教中观学的“毕竟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实有观念相

结合，从而转向“妙有”的意向。 这种转变在竺道生的

“佛性”说中得到充分表现。

在竺道生的“佛性”说中，道生继承慧远的思想，

并依据自己对大乘佛教理论的理解主张法身无相。 道

生认为，宇宙实相和佛的法身都是无形无相的 ，实相

无相，超乎象外。 道生说：“人佛者，五阴合成耳。 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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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应色即是佛。若色不即是佛，便应色外有佛也。色外

有佛，又有三种。佛在色中，色在佛中，色属佛也。若色

即是佛，不应待四也。 若色外有佛，不应待色也。 若色

中有佛，佛无常矣。若佛中有色，佛有分矣。若色属佛，

色不可变矣。 ”[11]道生认为，因为实相和法身无形无相，

实相、法性就是佛的法身，而佛的丈六体的色身是有

形质的，法身与色身相即不二，各不相违。 和色身相

比，佛身(法身)是超越现象的恒常本体，不受现象事物

的束缚。 成佛就是返归实相，而实相法身绝形色、离合

散、去美恶、舍罪福。

道生在表述时肯定 “法身”———佛性是最真实的

存在，所以它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是实体，因为它无生无灭，超越生灭现象，仍是与实

相一致的概念。 道生的法身思想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

典型样本。 他的佛性说，既具有中国既有的“理体”性

思维或本体模式，又对印度大乘佛教的核心教义———

“空”进行了独特诠释，与慧远的法身思想在思维方式

上一脉相承。

三、“ 法身”的神通

慧远认为，“法身”实有、永恒存在，是轮回的承担

者、报应的主体；“法身”通过神通来运化万物，广度众

生。 与菩萨相比，众生在接受神通作用上没有差别，也

就是说在成佛的可能性上是平等的。

法身菩萨无四大五根，无四大五根，则神通之

妙，无所因假。 若法身独运，不疾而速，至于会应群

粗，必先假器。 假器之大，莫大于神通。 故经称如来

有诸通慧，通慧则是一切智海。 此乃万流之宗会，法

身祥云之所出，运化之功，功由于兹。 不其然乎？ 不

其然乎？ 若神通乘众器以致用，用尽故，无器不乘。

斯由吹万不同，统以一气，自本而观，异其安在哉？

则十住之所见，绝于九住者，直是节目之高下，管窥

之阶差耳。 [12]

慧远认为，众生“色身”的感应虽然表现不同，从

根本上说，则都是由于神通的作用。 接受“法身”神通

作用这一点，众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十住菩萨所见

佛之“法身”，和九住菩萨所见不同者，不是由于佛的

“法身”有什么不同，而是不同菩萨境界的高低、能力

的大小有所不同罢了。 同样，众生也都具有均等的成

佛（接受“法身”神通）的可能性，只是由于众生“色身”

构造存在差异而导致众生表现出感应的差别。 在这段

话中，慧远除了引用佛教经典立论以外，还大量运用

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内容和玄学体用的思维方式

来论述自己的观点，由此也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

佛教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慧远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众生平

等说，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有抬高

“心性”在解脱中作用的意向，彰显了将人的内在心性

作为解脱之道的思想。 这既是对佛陀基本精神的继承

和发挥，也特别反映了中国佛教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

我价值实现的追求。 其后，僧叡、竺道生等人把般若空

观与涅槃佛性结合起来理解，进一步以空融有，空有

相摄，把非有非无的般若实相与众生的本性(佛性) 从

理论上会通起来，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使反本

求宗、依持心性佛性获得解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基

本理论。

四、对经典之间矛盾的发现和处理

在与罗什论及“法身”的时候，慧远发现佛教经典

内部，如《般若经》与《法华经》之间有着严重自互矛

盾。 他发现罗什所译《般若经》对“法身”的描述是“毕

竟空寂”。 但是《法华经》中则不然。 与《般若经》相比，

《法华经》 中有关佛的观念， 是从肯定的角度来渲染

的。 它并不认为佛只是信仰者个人的主观幻相，而是

把佛当做永恒存在的实体。 面对《法华经》与《般若经》

的思想差别，慧远的原则是“虽云有信，悟必由理” [13]，

经典必须合理才能信仰。 “《法华经》中的佛身已经不

具有什么哲理性了，而变成了供一般信徒纯信仰的对

象。 把佛彻底偶像化，并着力于宣传对佛的崇拜和信

仰，以此补充教理的不足，就成了《法华经》的又一特

点。”[14]因此，慧远在”法身”思想上，更加重视《法华经》

的教义，强调“法身”永恒存在。 这反映了慧远学术性

格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传统修养有着颇强

的反省力， 这使他能自觉地靠拢外来佛教的理路；另

一方面， 他毕竟无法摆脱积淀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看， 若说他多少偏离了鸠摩罗什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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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那也是来自一分陶冶于本土文化氛围的身不由己

之情。 [15]

慧远对众经矛盾关系敏锐的观察和批判性的思

考，也表现出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对解决这类问题产生

了迫切的要求，从而促使了判教理论的诞生，并确定

了中国判教理论的方向。 慧远的这些问题在僧叡处继

续得到重视并得到初步解决。 对于《法华经》，僧叡一

直非常重视，称之为“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 [16]，认

为般若诸经“皆属《法华》，固其宜也”[17]。 他在《法华经

后序》中指出：“寻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该甚远。 岂徒

说实归本，毕定殊途而已耶！ 乃实大明觉理，囊括古

今。”[18]在僧叡看来，《法华经》不仅是一般所说的“说实

归本”、会通三乘，而且是“大明觉理，囊括古今”，显扬

诸佛正觉妙理，囊括古今终始之义。

公元 417 年，僧叡接触《大般泥洹经》，思想上再

次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个震撼迫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

毕生所接触过的经典，同时重新调整认知结构中的先

后次序，他在〈喻疑〉篇说：

三藏祛其染滞，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

泥洹阐其实化，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但优劣存乎

人，深浅在其悟，任分而行，无所臧否。 [19]

《大般泥洹经》正面的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同

时承认有常乐我净的“法身”存在，这个看法与《般若

经》的思想大异其趣，但却与《法华经》的某些思想看

来像是一致的，因此，僧叡在〈喻疑〉篇中清楚而认真

的承认“佛有真我”、“泥洹永存”。

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

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复致疑，安

于渐照而排拔真诲，任其偏执，而自幽不救，其可如

乎？ 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始可悟。 [20]

从僧叡 “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始

可悟”一语中所表现的深切感慨看来，僧叡对《大般泥

洹经》一见如故，相契合的感受，正是由于他对《法华

经》一贯的重视而引起的。 僧叡的佛教思想不是孤立

现象，它表达的是整个时代中国汉地义学高僧们的思

想状况。

由于时代的限制，慧远“法身”思想还没有完全脱

离小乘个人解脱的学佛目的，因此对大乘之学多带有

世俗目的， 故于哲学思考不甚精细， 对于般若学的

“空”与“有”也没有完全理解。 但在《大乘大义章》中，

慧远既坚持 “法身” 实存的观点，又在般若思想的影

响下，淡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实体性。 慧远的

以“神不灭”理论为基础的“法身”观念，是要突出它的

永恒、不变的实体性质，肯定它的感物而动、圆应无生

的功能。 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以“法身”实有思想为

基础关于成佛的原因和方法的提问，代表着中国佛教

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决定着中国佛教思想内容发展

的主要方向，对于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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